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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华学校：培养爱国人才的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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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楼春秋》解说词：
耀华中学礼堂在当年是特别有名的一个建筑，

是当时天津特别重要的一个演出场所，俄罗斯有一

个夏里亚宾，被称作音乐史上最伟大的男低音，就曾

经在耀华礼堂举行过一次非常成功的演出。古老的

俄罗斯民歌在耀华的礼堂中响起，这是许多听惯了

京剧的天津观众与古典音乐的最初碰撞，后来成为

著名剧作家的曹禺也坐在观众席里。（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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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泽华先生素描
李宪堂

刘泽华先生是当代中国为数不多的能够开
宗立派的史学家之一，是一个直面现实而又悲
天悯人的真正的思想者。上世纪70年代末，他
与王连生先生合作，以《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
题》等系列文章拉开了中国学界思想解放的序
幕；他带头破除泛阶级斗争说的教条束缚，在考
察专制王权形成的过程中发现了战国“授田制”
的秘密，随后以《士人与社会》（先秦卷）一书引
领了持续30年不衰的社会史研究热潮。上世
纪80年代以后，他潜心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
系统分析了传统政治文化的要素、结构和原理，
探讨了专制王权产生、强化的途径与过程，同时
对王权政治体系控制与塑造社会的手段、方式
及其表现形态做了具体的论证。最终，他以王
权主义为核心概念，构筑了一套具有完整历史
观和鲜明方法论的理论体系——王权主义学
说，为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一个
切实可用的宏观阐释框架，从而为当前史学重
新赋予了对社会历史之深层演变的解释能力。

作为刘泽华先生的学生，能够亲受先生教
诲，是我三生有幸的机缘。还记得第一次跟先
生见面的情景：那是1990年4月的一天，我从
山东聊城来到天津，在朋友陪同下去水上公园
边上的干休所拜访先生。当时他因身体不适
正在那儿疗养。一进门，就见身材高大的先生
迎了上来，脸上洋溢着笑意，目光专注而坦诚，
周身带有一种温煦的气息。他向我伸出手，我
赶紧向前握住。先生握手姿态随和，用力适
中，没有任何虚夸和敷衍。忘了一开始说的是
什么话了，只记得先生谈吐风趣，寥寥几句话
就消除了我的紧张感。在去干休所的路上，朋
友曾给我打过“预防针”，说先生为人还是有些
严肃的，平常不苟言笑，要做好心理准备，不要
紧张。现在想来当时我确实没怎么感到紧张，
反而有种一见如故的感觉。显然，先生是一个
掌控对话情境的大师，总会在不经意间引导话
题，不会使人有被动、拘束的感觉。

凡是跟先生接触过的人，谈到对他的感受
和印象，恐怕会不约而同想到这八个字：“威而
不怒，和而不流”。先生绝不是一个随便的人，
但也从不会使人因敬生畏、感到高不可攀。他
举手投足之间，有一种隐隐约约的威严在，这
一点身边的人都能感受到；他是温和的，但这
种温和是以坚守是非原则为前提的，所以不会
流于漫无际涯的迁就或妥协。他的赞许总是
来于发自内心的欣赏，他的批评总是源自帮助
别人的真诚——他是一个带有强大气场的人，
这气场是开放的、包容的，不会使人感到压力，
反而会使人有一种如坐春风的感觉。

先生口才好，讲话不仅逻辑谨严、鞭辟入里，
而且幽默风趣。刘氏幽默自有特色，属于那种冷
不丁抖个包袱，或郑重其事正话反说的冷幽默。

记得我跟随先生攻读硕士研究生时，正
是上世纪90年代初西方思潮大举进入国内之
时，大家如饥似渴地汲取来自异质文化的营
养。先生像年轻人一样，对新事物、新思想充
满渴望。他要求我们发现有价值的新书，特

别是发现新的理论和方法，要向他推荐、介
绍。那时我们每个礼拜至少去先生家一次，
谈论的话题古今中外无所不包，当然更多的
是哲学和时事。同学们年轻气盛，喜欢表现，
每当自以为发现了点什么，便侃侃然高谈阔
论，全然不知什么叫卖弄浅薄。先生总是笑
眯眯地盯着发言者，听得津津有味，当然时不
时会提一个问题。当发言者宣讲完毕，正顾
盼自雄、洋洋得意时，他会突然来上这么一
句：“瞎说啊，你就瞎掰扯吧！”

先生自己很有个性，也理解和尊重学生的
个性，无论在学术还是生活方面。他从来不强
求学生们遵从自己的研学路数、接受自己的观
点，常称自己的学生为“老弟”，强调跟学生“亦
师亦友”。也许是因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的缘故吧，先生的学生大都个性飞扬，有的甚
至桀骜不驯，但无论多么冥顽强硬，在先生面
前都会收敛锋芒，归心俯首。在先生看来，没
有什么好学生、坏学生的区分，有的只是个性
的差异，没有人是不可以教化的。我有一个师
兄，生性过于质实，也可以说是情商多少有些
问题的人，因而在“江湖”上名声不是太好。他
参加博士考试时，尽管成绩不错，考官们却都
不打算录取，而先生力排众议，将其收至麾
下。该师兄受业迁化，终成一方之才。

很多人都认为，先生是一个天生的领导
者，是一个“有手腕的人”。然而，先生的手腕，
绝非翻云覆雨的卖弄机巧，也不是上下其手的
自作聪明，而是对人性之张力的精准把控，是
在复杂情势之下面对艰难取舍时的变通和权
衡。他是有底线、讲原则的，擅长运用规则来
处理事务，善于通过讲“道理”来消解矛盾，因
而总能在制度刚性和情理弹性之间保持一种
微妙的平衡。从年轻时代开始，先生从来没有
因为私利与他人发生过冲突，当然也会有得罪
人的时候，但那都是因为工作，并且总是出于
公道，有理可据、有规可循，因而对方在时过境
迁或了解真相后都会释然。先生晚年可谓德
高望重，有一定的影响力，但他从来不会滥用

他的影响力，甚至从来不主动使用他
的这种影响力。无论做什么事情，他
都从规则出发，坚守程序合法性。如
果规则上出了问题、程序不合适，他

会提出反对意见，但不会利用人情、利用个人
的影响力强迫别人去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

如果用四个字来概括先生的一生，那就是
“好学深思”。先生一生几乎没什么业余爱好
或不良习惯：不抽烟，不喝酒；不会唱歌，不会
跳舞；下棋、打扑克等更是不沾边。除了日常
教学、行政工作，还有来访者接待和必要的亲
朋应酬，每天就是读书、写作，数十年如一日。
就实说，先生的学术天赋并不是最优秀的，但
像他那样秉精不杂、心无旁骛，绝对不是一般
人所能做得到。不了解先生的人，倘若只是读
过他几篇文章，也许会不以为然，会认为先生
所论述的不过是一家之见，文字也不是特别精
彩，甚至带着一股土味，并且时有不合语法规
范之处。然而，如果对先生上下求索的历程有
一些基本了解，对他孤独开拓的思想世界有一
个整体性认识，就会被他那悲天悯人的孤迥和
与时俱进的坚持所感动，从而戚戚然有得于
心，体会到先生“卑之无甚高论”的文字背后那
种逼视现实、直透人心的力量。

先生称自己是从教条和迷信的束缚中一
点点“蠕动”出来的。对他来说，做学问的过程
就是精神拓展和人格成长的过程，就是与历史
对话、与现实抗争的过程。几十年孜孜以求，
奋力前行，数百万字的作品建构起一个庞大
的、富有阐释力的王权主义批判体系，其中每
一点进展的取得都需要付出劳苦，而他从来没
有想到过放弃，他的每一个判断都是一锤一锤
从历史的岩石上敲下来的，每一个结论都像考
古学家手中的文物，是一铲一铲地从岁月的地
层里掘出来的。他的著作不是每一个字都恰
当准确，却没有一个字是空洞的、轻飘的。

先生对学问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他晚年
听力不好，需要凭借助听器才能与人正常交流，
遇到噪音比较多的场所就只能勉为其难了。参
加学术研讨会时，他总是异常费力地“竖着耳朵”
听讲，有时候一脸茫然的样子令人心疼。发言人
演讲时，哪怕是一个名气不大的后生晚辈，他也
会把座位调到其身边，“为君侧耳仔细听”。发言
人换了，他也跟着换地方。老人家皓发如雪，往
往是座中最年长者，听讲却最认真、最卖力。那
种求知的真诚和执着令人肃然起敬。

如果非要找出一项属于先生的“业余爱

好”，那就是文物收藏。其实先生本人从来没有
把这种爱好视为正事之余的消遣：收藏是他知
识架构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他是“用收藏诠
释思想”。先生在收藏方面投入的不仅是金钱、
时间，还有情感。每当有所斩获，他都会呼朋引
伴，一起把玩欣赏，往往乐而忘饥。因为经济条
件所限，不能大进大出，只能溜边捡漏，然而先
生多年来持之以恒，藏品倒也有了一定规模，其
中不乏精品，用金钱衡量恐怕也是一个不小的
数目，但他从来没有把收藏看成一种投资，从来
没有算计收益回报的多少。去世之前，他把毕
生收藏捐赠给南开大学博物馆，没有一丝留恋
和不舍。这就是刘泽华先生：他的心是柔软的，
一旦面对义之所在却又坚硬如铁。

回望先生一生，筚路蓝缕，与时俱进，在扎
实的学术研究中体现了强烈的现实关怀，表明
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应当作为人类自我反思
能力的体现者，通过思考过去理解当下和未
来，并坚持批判的立场对现实发出自己良知的
声音，从而为当代学术界树立了一个为真理、
为道义而勇于担当的学者的楷模。

斯人虽去，风范常在。有时候，我会一个
人对着先生的照片发呆。先生那瘦硬清癯却
精神通透的形象像一面镜子，往往在不经意间
照出我的怯懦和萎靡。每当那时，我都会不由
自主地意识到：做一个真正的学者是需要勇气
的，比知识本身更重要的是对知识的诚实。
（作者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思想史研究中

心教授，社会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学人小传】

刘泽华（1935—2018），当代著名史学家，

南开大学思想史、社会史学科主要创始人，“南

开学派”（王权主义反思学派）的领军人物，曾

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主任、校务委员会委员，兼任天津市社科联常

委、天津国学研究会会长及先秦史研究会理事

等，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中国政治思想史、政

治史、知识分子史、历史认识论等方面的教学

和研究，代表作有《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的

王权主义》《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先秦士

人与社会》等，《刘泽华全集》（12卷）2019年10

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21世纪初，海关总署决定在北京建设中国海关博物
馆，地点选在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号（海关总署办公大
楼东侧）。该馆收藏各类文物32000余件，每一件都弥足
珍贵，而最让我欣赏和心动的是出自天津海关的“津海
新关”牌匾。近日，在该馆近代海关陈列区，我见到了由
清末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题写的“津海新
关”匾额。题字为楷书颜体，笔力苍劲沉稳、结体严谨富
丽、笔酣墨浓、端庄丰润。

关于这块匾额还有一段故事值得回味。
清咸丰十年（1860）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与

英、法两国签订《北京条约》，天津
被辟为“三口通商”的口岸之一。
翌年，清政府在天津设立津海关。

最初津海关设址于天津县城
内东浮桥（今金汤桥）附近。清同
治元年（1862），迁至当时法租界
的圣路易路（今和平区营口道）。
光绪十四年（1888）是津海关建关
后第27个年头。开关时的办公楼
已不能适应日益扩展的津海关业
务，故开始扩建，在已有办公楼前
增盖了一栋三层结构的楼房，新旧
楼之间用走廊连接，大公事房即办
事大厅前移至新楼一层，新楼与旧
楼中间留出一个小院，小院前部
增加了一道圆形楼梯通往两座
楼的二层；新楼楼顶还增加了
“海河望海台”，以便指挥海河上
的船只航行，这也成了津海关办
公楼的一个特质性建筑，在 19
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成为海河
畔的地标性建筑。

光绪十四年九月初五（公元
1888年10月3日），扩建工程即将
竣工时，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为津
海新关楼修造告竣恭求赐字事禀
李鸿章：“敬禀者。窃津海新关自
上年夏间开工修造。刻下业已一
律告竣。自应悬挂匾额。税务司
谨备纸张送呈，恭求中堂俯赐法书
‘津海新关’四大字，发交税务司抵
领，敬谨摹勒，择吉悬挂，实深荣
幸，端肃恭敬，福绥垂鉴。”

九月初九，德璀琳再为津海新关题匾刻竣及其他事禀
李鸿章并致函津海关道周馥。李鸿章很快书写完“光绪戊
子 津海新关 李鸿章”的匾文，红色印章为小篆白文“文华
殿大学士印”。津海关依李鸿章书法真迹刻制了整块木制
牌匾。该匾金地黑框，整块匾额横约240厘米，纵约42厘
米，红松材质。除“光绪”二字和印章为红色外，其余文字皆
为黑色，居中的“津海新关”四个大字为正楷。

日月荏苒，沧海桑田。“津海新关”匾额伴随天津海关走
过百余年悠悠岁月。谁也说不准这块匾是什么时候被撤下
来，藏于津海关地下室仓库中并被杂物所覆盖的。改革开
放后，一次偶然的发现使这块牌匾重见天日。如果不是当
时的木工师傅刘勇睿目慧眼的发现，这块作为历史文物的
大匾险些被当作劈柴填进取暖锅炉化为灰烬。1977年，武
清人刘勇作为木工调入天津海关关产科做后勤服务工作，
修理办公桌椅、拉煤小木车等。当时天津还没有实行集中
供热，冬天里天津海关办公楼设三个小锅炉。有时锅炉火
封灭了，就需要重新点火，点火需要劈柴。1987年冬日的
一天，有位姓唐的老师傅在锅炉房值班，从仓库里拿出一些
旧木材生火，一斧子下去把一块木板砍了一道口子，一旁的
刘勇仔细一看，大喊一声，“师傅手下留情，这不是一般的木
板！”他俩赶紧把大木板翻过来一看，上有“津海新关”四个
大字，还有署名：李鸿章。唐师傅惊出一身冷汗，为自己的
粗心而后怕不已。之后，刘勇精心维护牌匾，他用胶粘好牌
匾上砍开的口子，做到修旧如旧，还从天津制板厂买来一块
菲律宾进口的木材，给牌匾做了一个很好的架子。昔日的
牌匾被天津海关作为文物保护起来，后经国家文物局鉴定，
确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如今，中国海关博物馆陈列的“津海
新关”牌匾为真品，而天津海关、天津博物馆以及安徽合肥
李鸿章故居等处所陈列的均为此匾的复制品。

历经一百多年的时光，“津海新关”牌匾终成为中国海
关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与文物“对话”，不仅能丰富我们
的文化生活，更能够让我们触摸到天津的历史脉搏，感知文
化魅力，增强文化自信。

上世纪20年代，居住在天津英租界的华人，
为争取中国纳税人子女上学的权益，于1926年
11月由时任英国工部局董事、英租界华人纳税会
董事的华人实业家庄乐峰出面，向英租界工部局
提出筹建中国人学校的要求，并商定由工部局从
中国纳税人所纳税金中支出万分之十八补助学
校经费（每年八万余元）。此后，庄乐峰又积极奔
走呼吁，号召中国各界集资三万四千两白银筹备
建设“天津公学”。1927年，“天津公学”（天津市
耀华中学前身）正式成立，由天津公学管理委员
会负责，华人纳税会选举三人担任董事，庄乐峰
当选首任主任委员，管委会聘请北洋大学学监王
龙光（又名王紫虹）为第一任校长。

1927年，天津公学创立时的校址在戈登道（今
湖北路），后因学生增多，在墙子河畔（今南京路）
新建校舍。1929年建成第一校舍，作为男子中学
部；第二年建成作为小学部的第二校舍；作为生
物、化学等实验室及女生中学部的第三校舍于
1931年建成；其后又历时两年兴建礼堂，1934年建

体育馆，1935年建图书馆，并于
同年建成第四校舍，作为物理
实验室及女生小学部；1937年
体育馆落成，1940 年第五校
舍建成。前后历经10余年基
建，建筑面积总计1.52万平方
米，奠定了“耀华园”此后数
十年的规模和风貌。

1928年上任的第二任校

长严松章广求贤师，聘请了诸多清华、北大毕业
生来校任教。1933年10月，经教育部核准，天津
公学改名为河北省私立耀华初级学校；1934年1
月4日，小学部经天津市教育局核准，改名为天津
市耀华小学校，同年9月，教育部核准将耀华系列
学校定名为“河北省私立耀华中学校”。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不久，天津沦陷，
大批难民涌入租界。庄乐峰与时任校长赵天麟毅
然决定开办“特班”，收纳南开中学及全国各地失
业、失学的师生达1000余人。耀华学校坚决抵制
日伪当局奴化教育，坚持升国旗。赵天麟的种种
爱国义举终招日寇忌恨，1938年6月27日，他被日
本宪兵操纵的“暗杀团”在伦敦道（今成都道）昭明
里路边暗杀，年仅52岁。新中国成立后，赵天麟被
追认为革命烈士。1995年10月，耀华中学师生在

校园内为赵校长敬立铜像，以纪其功。
1952年12月23日，私立耀华学校由天津市

人民政府接办，改为公立，中学部与小学部分
开，中学部更名为“天津市第十六中学”。1988
年，学校复名“天津市耀华中学”。耀华中学既是
厚植爱国情怀的基地，也是培养杰出人才的沃土，
从这里先后走出了中国现代力学之父钱伟长、中国
氢弹之父于敏、世界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制造者朱传
榘、中国小儿外科创始人之一张金哲等顶尖科学
家，以及蒋大为、刘欢、鲍国安等艺术家。

耀华中学校舍布局总平面近似三角形，第二
和第四校舍间有过厅相连，第一和第三校舍用礼
堂的门厅衔接，各建筑间布局连贯互通，充分考
虑了使用的便捷性。学校礼堂位于校园内三角
地带的东端，于1935年建成，主要由前厅、观众

厅、舞台、化妆室、放映室以及厕所、仓库等附属
房间组成，观众厅有1270个座位，供学校举办典
礼、集会、讲演和放映影剧等。礼堂外墙以红缸
砖砌筑而成，形态富于变化，台基、檐口、方形花
瓶栏板和窗楣等部位采用水刷石装饰，形成色彩
和质感的强烈对比。礼堂的校内主入口为平列
四柱式中拱肩平券门，校外的两侧入口为侧立扶
壁式平券凹廊三联门。门厅很高，采用粗犷、庄
严的装饰手法。前厅内对称设置古典列柱，大理
石镶嵌地面，铸铁花饰吊灯作为点缀。礼堂舞台
为台唇式，两侧设有台阶，便于从舞台通向观众
席。舞台上方设有高低两道天桥，两侧为三角形
侧台，还安装有机械防火幕兼作银幕使用，其他
舞台设备和安全防火设备也一应俱全。观众厅分
为上下两层，座席排列坡度适宜，视线良好，座席采
用双走道分区设置。二层为双柱支撑的垂直式包
厢栏板悬挑观众席，抹灰装饰。顶棚为拼装木槽板
和菱形格板。舞台口上前方还安装有V形木肋与
抹灰相间的反射面。二层后墙上方也做成倾斜的
反射面。这些措施对声音起到吸收、反射和扩散的
作用，增大了座区声强，保证了厅堂的混响效果。

耀华学校的校舍外檐，墙面皆用红缸砖砌

筑。楼面和屋顶为现浇钢筋混凝土结构。教室
和走廊吊平顶。外檐墙面平中有凸。窄而高的
长条窗，衬托建筑物的空间体量。入口处采取墙
面向前突出，门洞两侧的半圆柱和门洞上部的半
圆拱均饰以灰线，线条优美，端庄朴实。校舍内
的健身房设在首层，巧妙地利用了半地下室的部
分空间，首层的专业教室与普通教室以门厅、卫
生间、楼梯间等分隔，二层设有物理实验室、讲演
室和会议室，以衣帽间、楼梯间等穿插过渡，避免
互相干扰。耀华学校的建筑注重功能和结构，在各入口
处装饰以纯正的文艺复兴古典建筑的柱式、山花；而在
墙面材料与窗洞的划分上强调对比，体现了欧洲新古典
主义的风格特征，使立面在简洁中突出重点。

从天津公学到天津市耀华中学，学校见证着
天津城市的发展与变迁。1997年，天津市人民政
府将耀华学校礼堂确定为文物保护单位。2006
年8月8日，天津市第一块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标
志牌在耀华中学礼堂前揭幕。

世界上很多大作家都有自己的写作方式
和习惯。海明威是站着写作的，而且据说是
单腿站立，他认为这样能写得快而简洁；席勒
必须在有烂苹果味道的地方才能写作，有时
喜欢把双脚泡在冷水里；大仲马必须在蓝色的
纸上才能写出来文字；马克·吐温喜欢坐船到
海上写作；杜鲁门·卡波特喜欢倚着门写，也喜
欢躺着写；有的作家要泡在浴缸里才能写……
写作的时间、地点和方式真是千奇百怪。
和别人不一样的写作习惯，可能每个普通

写作者都有，我也有。我记得那年有很长一段
时间，我不是因为没有时间才在路上写作，我只
能在路上写，在其他的地方写不了。写作是相
对静态的事，应该是在书桌上完成，但那段时间
里安静的书房却偏偏安放不了我的写作。就像
失眠的人上床就睡意全无，倚着墙站着反而能
睡上一会儿，我必须在路上才能写作。
作为律师，我的主要时间和精力还是用于

法律工作。不管在办公室还是在书房，哪怕是
休息日，我只要打开电脑写小说，就会焦虑不
安，觉得自己不务正业。我白天要办理案件和
学习更新法律知识，出席各种会议，晚上要加

班，还要参加很多应酬，哪怕有时间，我可以在一个
地方枯坐冥想，但也写不了。而开始尝试在路上用
零星时间写作的时候，我发现我可以写了。

在奔忙中我的思绪不停，在等车的间隙，在嘈
杂的人群里，在飞驰的高铁上，只要是在路上，我可
以埋头写得很快，哪怕有时不是使用电脑而是使用
手机来写，我也很是适应，甚至一度更喜欢用手机
写作。我需要行进的状态，需要紧张的感觉，需要
正业之外“偷来”的闲空，才可以写下去，我不仅不
再焦虑，而且能获得写作的喜悦感。

路上写作也很痛苦，比如在飞机的经济舱，我
正在很投入地敲字，空姐过来让我收起小桌板，就
算空姐声音轻柔，但也很影响文思。这还不算，有
时前排的人忽然后仰，电脑直接挤到我的胸口，太
逼仄的空间还是让人感到压抑。在京津高铁上，时
长很短，电脑开开关关，收起来又拿出来让人烦恼，
也让人觉得是种挑战。坐地铁的时候人声嘈杂，电
脑拿出来的机会都没有。所以我一度不用电脑写，
而是用手机小声进行语音输入，旁边有人看我也不
在乎。现在的技术很成熟，语音输入转换正确率非
常高，但旁边有人投来异样眼光不是最大问题，从
写文章到“说”文章的变化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和锻

炼。从用笔在纸上写到电
脑敲字，终归还是写，而从
写到说，是个比较颠覆的过
程。很多人认为，“说”文章
只是浅层次的思考，而不能
像写出来的文字那么深
刻。这样看还是片面了，工具和方式不应该阻碍和
影响人的思想和创造，就像下棋里的盲棋，有没有
棋子和棋盘，这都不重要，象棋的路数还是在人的
内心。相比较而言，在蓝色的纸上写或者在浴缸里
写，这还是情趣上的助力和习惯的养成，不是从写
到说再到意念的根本性写作方式的改变。

在书房里，我还是用电脑敲字，否则在安静的
屋子里自言自语，连自己都烦，除非是躺着、闭着眼
睛说……那样确实能节省体力，又能因为改变了写
作的情调而产生自己意想不到的文字。

几年过来，我还在路上写作，但可以做到不在路
上也能写了。在办公室和书房写作的安静时光，还
是更好一些。我又老去了几岁，节奏也慢下来了。
但在路上写作，也确实有“行走文学”的意思，就像新
闻记者的现场感，作家也是可以有的，我的很多文章
不仅是在路上写的，也是因为在路上的遇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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